
一次异常的工业化空间传动
——抗日战争时期厂矿内迁的客观作用

林建曾

工业化的空间传动,是指工业化所必需的资产、资金、技术和

市场四大要素,由先进国家或地区向落后国家或地区转移,从而带

动后者的工业化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。中国作为一个后发

工业化和幅员广大的国家,在抗日战争爆发前,工业化虽已有所成

就,但区域差别很大。现代工业大多集中于上海、天津、武汉、广州

和江浙等沿海沿江地区,内陆和边远地区的工业则发展缓慢,水平

低下。抗战爆发后,中国发达城市和地区的厂矿为了躲避日本侵略

者的摧残,向西南地区大举内迁,在客观上起到了中国工业化的空

间传动作用,明显地促进了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。

一　厂矿内迁与资产的传动

　　抗日战争时期的厂矿内迁,造成了资产的大转移。从 1937年

8月工厂内迁开始,到 1940年底初告结束时,内迁的厂矿共计 639

家,其中经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 448家,闽浙二省自行

内迁的 191家,拆迁机器材料总重量约 12万吨。①

这些内迁厂矿的资产总额在 1亿元以上。仅以下列 37家迁入

四川的厂矿为例,它们的资本额分别为:震旦机器厂 40万元,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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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器厂 10万元,老振兴机器厂 20万元,中国实业机械厂 5 万元,

陆大机器工厂 28万元,鼎丰机器制造厂 5万元,美艺钢铁厂 10万

元,大公铁工厂 10 万元, 大鑫钢铁厂 50 万元, 顺昌铁工厂 40 万

元,复兴铁工厂 10万元,合作五金公司 15万元,广元制罐厂 20万

元,中央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 14 万元, 中央工业试验所 1216 万

元,天源化工厂 105万元,中兴赛璐珞硝厂 8万元,中央化学玻璃

厂 7万元,永利化学化司 60万元,久大盐业公司 210万元,中国无

线电公司 1215万元,华生电器厂 50万元,京华印刷厂 9 万元,开

明书店 30万元,时事新报馆 20万元,华丰印刷铸字厂 10万元,时

事新报馆 20 万元,华丰印刷铸字厂 10 万元,中国国货铅笔厂 12

万元,精一科学仪器制造厂 1 万元,中国纸厂股份有限公司 5000

万元,龙章造纸厂 1100 万元, 湛家矶造纸厂 400 万元, 大明纱厂

400 万元,美亚织绸厂 200 万元,豫丰纱厂 420 万元,苏州实业社

015万元,冠生园食品公司 40万元,六合建筑公司 715万元,共计

8400余万元。尽管这些厂矿在内迁过程中有较大损耗,但就全部

内迁厂矿的内迁资产总额而言,当在 1亿元以上。

这些厂矿的内迁,大幅度增加了西南地区的产业资本。1937

年时,西南地区的四川、陕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湖南、甘肃 7省,共

计只有厂矿 237 家,资本总额仅为 152014 万元①, 远不及内迁厂

矿的数量和资本额。因此,厂矿内迁使西南地区的产业资本陡然增

加了数倍。

厂矿内迁也使西南地区的产业结构有所改进。西南地区的原

有工业只有少量的纺织、面粉和日用化工 (如火柴、制革、肥皂、印

染) ,其他工业都很薄弱,且规模较小。“较具规模之民营厂家,在四

川仅有电力厂一,水泥厂一,面粉厂五,纸厂一,机器厂二; 陕西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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纱厂一,面粉厂二; 贵州有纸厂一; 广西有机器厂一”。① 内迁厂矿

的门类结构则比较完整,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 448家厂矿中,

机械工业占 4014% ,纺织工业占 2117% , 化学工业占 1215% , 教

育用品工业占 812% ,电器制造工业占 615% ,食品工业占 419% ,

矿业占 118% ,钢铁工业占 012% ,其他工业占 318%。② 这些内迁

厂矿,不仅使西南地区原先薄弱的产业得到较大程度的增强,而且

使原先空白的产业得到填补,并使规模较大的工厂明显增加。

工厂内迁,除了直接增加和改善了西南地区的产业资本和产

业结构之外,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内迁工厂的自身扩展和示范作用,

带动了西南地区的工业进一步发展。在机器制造工业方面,内迁的

181家机器厂,不仅很快恢复生产,而且以其生产的机器设备和示

范效应,促进了西南地区各项工业和机器工业的发展。据经济部

1939年上期工作进度报告,当时内迁复工的民营机器厂每月生产

能力已达到:车床、刨床、钻床等工作母机 100台;蒸汽机、煤气机、

柴油机、水轮机、小型发电机等动力机 420 部; 轧花机、针织机、纺

纱机、织布机、抽水机、造纸机等作业机 1400部。到 1942年时,生

产蒸汽机、内燃机、发电机、起重机、纺纱机、变压器、球磨机等各种

机器 4万台。③ 这既为西南地区新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生产设备,

也带动了机器工业本身的发展。仅重庆一地的机器工业,“(民国)

28 年 6 月底仅有机器工厂 69 家, 29 年 6 月则增为 112 家, 29 年

底复增为 185 家, 当时资本总额已达 79418 万元⋯⋯至 31 年底

止,工厂数已增为 436家,资本总额已增为 1738813万元”④,厂数

在 3 年半时间内增加了 513 倍, 资本额在 2 年时间内增加了 21

倍。整个西南地区的机器工业则已增至 682家和 314亿元资本,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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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 汤约生、傅润华编:《陪都工商年鉴》,文信书局 1945年版。
陈真编: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》第 4辑,第 93、828页。
《厂矿拆建统计》,前引档案。

经济部统计处 1943年 5月编印:《后方工业概况统计》第 3页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
馆藏,经济部档案,四ö33537。



远远超过 1937年时全国民营机器工业 340 家工厂和 360 多万元

资本的水平。

在纺织工业方面,西南 7省中,原先只有湘、陕、滇 3省有几家

纺纱厂,共计纱绽 617 万枚、织机 568 台,各占全国总数的 214%

和 212%。①内迁的棉纺织厂带来了 26万枚纱锭和近千台织布机,

它们的复工生产,使西南地区的机纺和机织能力各增加了 3 倍和

017 倍,并使原无机器纺织厂的四川省跃居西南棉纺织业的第一

位。除了内迁的纺织设备之外,不少内迁纺织厂还增添了新设备,

扩大生产规模,并带动了新纺织厂的设立。到 1942年,西南地区的

纺织工业 (包括织布厂和丝纺织厂)已发展到 788家工厂,近 3 亿

元资本。②

在化学工业方面,通过内迁化工厂的复业、扩建和新厂的设

立,西南地区的化学工业拥有制酸厂 20家、制碱厂 12家和其他日

用化工厂数十家。酸、碱二类工厂已超过战前全国 15个制酸厂和

9 个制碱厂的水平,产量亦已超过战前全国产酸 6145 万余吨、产

碱 9万余吨的水平。③

在钢铁工业方面,内迁的大鑫、华联和协和 3 家钢铁厂,在复

业之后又有较大的扩展。如大鑫钢铁厂,原来年产不足 2000吨钢

材,经内迁扩建后达到年产 3500吨钢材,成为西南地区一家最大

的民营钢铁厂。以汉阳、大冶、上海等炼钢厂的部分拆迁设备,联合

建成的大渡口钢铁厂,于 1940年投产。其规模在拆迁的 100吨炼

铁炉、20吨炼铁炉、3吨电炉、115吨电炉各 1座, 10吨马丁炉 2座

的基础上,逐渐扩展成拥有 8所 2矿和万余职工的大型钢铁企业,

位居西南钢铁工厂之首。此外,其他小型钢铁厂也陆续开办,达 70

余家之多。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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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真编: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》第 4辑,第 235、250页。



除了内迁厂矿之外,内迁的设备则给西南地区原有的某些厂

矿注入了部分先进的生产力,使之获得新的发展,如河南中福公司

机器迁入后,既扩充四川天府煤矿,使之成为四川第一大矿,又开

发了湘潭和嘉阳煤矿,使之开始由土法开采转向新法开采。再如重

庆的民生机器厂,原先只是一家职工不过百余人的船舶修理厂,后

来利用恒顺和大鑫机器厂的部分内迁设备和技术,很快发展成为

有职工千余人、能制造锅炉、机床和内河轮船的大企业。①

抗日战争时期的厂矿内迁,通过内迁企业的复业、扩展,并带

动新企业的建立和当地旧有企业的改造发展,使西南地区的工业

化程度迅速提高。1940 年时,已初步形成了重庆、川中、广元、川

东、桂林、昆明、贵阳和宁雅 8个工业中心区,其情况如下表: ②

1940年西南地区 8个工业中心区详表

业
别

区
别 重庆 川中 广元 川东 桂林 昆明 贵阳 宁雅 合计

机器 159 16 2 8 17 11 6 6 225

冶炼 17 23 3 20 4 6 1 2 76

电器 23 3 0 0 8 7 0 0 41

化学 120 100 1 4 8 25 7 9 274

纺织 62 31 1 4 23 18 1 3 143

其他 48 14 0 2 7 13 3 0 87

合计 429 187 7 38 67 80 18 20 846

　　这 8个工业中心区,有的已初具规模,有的开始起步,为以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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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6—77页。



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。此外,其他地区的工业也逐步发展起

来,使西南地区的产业资本渐趋普及,不断增加。西南 7省的工业

化水平, 从 1937 年的 237 家工厂、1500 多万元的资本, 增加到

1942年的 3188家工厂、219亿元 (战前币值)资本;再增至 1944年

的 4665 家工厂、4155 亿元资本; 分别是 1937 年的 1916 倍和 30

余倍。①

上述西南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,无论是工厂数的增加,还是

资本额的增加,只有一小部分是由厂矿内迁直接带来的,而绝大多

数是在内迁厂矿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,这充分反映了厂矿内迁的

产业资本传动作用。

二　厂矿内迁与资金的传动

　　资金是工矿企业运转和进一步发展的必备因素,厂矿的内迁

必然带来资金的内迁。抗日战争时期,因厂矿内迁而带来的资金内

迁,除了厂矿自有资金的内迁外,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和政府财政

及其投资的内移。

战前,西南地区由于工业落后,社会资金的短缺,金融业处于

十分落后的状态。四川、西康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 5省,共计只有银行

总行 20家,其中重庆 9家、四川 6家、云南 3家、广西 2家,占全国

总行数的 11% ; 分支行亦不过 140 家左右,仅占全国分支行数的

1014%。② 与此相应,银业资本也相当薄弱,如云南约为 1000多万

元,广西约为 1100万元,就是银行比较集中的重庆亦只有 1400万

元,整个西南地区约 5700万元。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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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杨泽:《四川金融业之今昔》,《四川经济季刊》第 1卷第 3期, 1944 年 6 月,第 221
页。

张舆九:《抗战以来四川之金融》,《四川经济季刊》第 1 卷第 1 期, 1943 年, 第 64
页。

陈真编: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》第 1辑第 101、102页。



从 1938年起,西南地区的金融业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。首先

是沿海沿江地区的不少银行在西南地区设立总行和分支行,如中

国、交通、农民、中央等国立银行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而内迁;有些

商业银行亦为保全资产和受厂矿内迁的影响,或将总行迁向内地,

或在内地增设分支机构。其次是西南地区当地的银行业也在内迁

银行和厂矿的带动下迅速发展起来。在 1938—1940年间,西南 5

省就新设银行 8家、分支行 355处。其中,四川 176处,重庆 45处,

云南 43处,贵州 15处,广西 51处,西康 25处。① 到 1945年 8月,

西南 5省的银行总分支机构更发展到 1558处,比战前西南地区的

银行机构总数增加了 816倍。

在银行业发展的同时,银号、钱庄、信托、保险等金融机构也有

不同程度的发展。如重庆新设银号、钱庄 36家,成都新设 22家,内

江新设 8家。②

与银行业机构的大量增设相应,西南地区的银行业资本也急

剧增加。到 1942年底,省立银行中的川、康、桂 3省先后于 1940年

和 1942年二次增资达 5317万元,比原有资本总额 533 万元增加

了近 9倍。其中,四川省银行一家就增资 3800万元。一般商业银

行的资本则有更大规模的扩充。1942年,四川一省就有 7家银行

增资,增资总额为 7200万元,比其原有资本总额增加了 215倍。③

1943 年底,重庆的银行资本总额已增至战前银行资本总额的 42

倍多。④云南省银行资本总额也扩展至战前的 7倍多。到抗战结束

时,西南地区金融业的资本总额约为 8 亿元左右, 较战前增加了

12倍多。

战时西南地区银行业资本的大幅度增长,既意味着沿海沿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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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 康永仁:《重庆的银行》,《四川经济季刊》第 1卷第 3期, 1944年 6月,第 10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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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达地区的资金向西南地区转移; 也意味着西南地区本地社会资

金的集聚和向工业资本的转移。前者,除了由内迁银行带来的自有

资金外,还有一部分来自内迁工商企业和内迁人口所带来的闲散

资金的金融化。后者,则主要来源于内迁工商企业复业和发展后新

增的流动资金;当地工商企业兴盛而增加的流动资金;中央和地方

政府的财政投资。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,都与厂矿内迁有着程度不

同的因果关系,并通过银行业对工业企业的融资活动而发挥其对

西南地区工业化建设的资金市场传动作用。

虽然战时西南地区银行业的功能作用是多方面的,有正面作

用与负面作用之分,但是它对当时西南地区工矿业的发展有着明

显的促进作用。随着银行业机构的普及和资本额的增加,其对工业

的融资也逐渐增加。战时,负责国立银行贷放款业务的四行联合贴

放委员会,在第一次改组后,从扶植后方工业出发,将贷放款的主

要对象由同业转向公、私营厂矿和各种经济事业。它对工矿企业的

贴放额既为数巨大又逐年增加, 1937—1939 年为 300412 万元,

1940 年猛增至 1466917 万元, 1941 年再增至 1578217 万元, 1942

年更增至为 9180618万元, 1943年又猛增至 66387613万元。① 其

贴放款范围虽包括整个国统区,但西南地区无疑是最主要的地区。

随着工业内迁,商业银行和钱庄的工矿业放款也在不断增加。

如重庆的银钱业,其大部资金虽因受战时商业利润高于产业利润

的影响而投向商业和同业放款,但其对工矿事业放款的比例也有

增长的趋势: 1940 年, 工业放款为 2715 万元, 占放款总额的

0164% ,没有矿业放款; 1941年,工业放款增至 192616万元,占放

款总额的 7102% ,矿业放款 77217万元,占放款总额的 2163% ,二

项合计较上年增加了近 9倍。②

除了向工矿业发放贷款之外,银行还直接投资于工矿业。如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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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据《四川经济季刊》第 1卷第 3期, 1943年 8月,第 90页。
杨寿粟:《工业建设与金融政策》,商务印书馆 1945年版,第 21—23页。



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富滇新银行共同投资云南裕滇纱厂; 四行两局

与川籍各银行共同投资中国兴业公司;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联合

投资贵州企业公司; 中国银行直接投资经营雍兴公司,内含纺织、

面粉、制革、酒精等工厂。

此外,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之后,对内迁工矿企业 的复业、扩展

和新企业的创建也给予了较大的财政补助。

首先,制订一系列的鼓励、资助工矿业发展的法令和条例,按

律提供奖励和贷款。从 1938年起,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《工业奖励

法》、《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》、《工矿业赞助条例》、《非常时期

工矿业奖励审查标准》、《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励暂行条例》、《经济部

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》、《战时领办煤矿办法》等法令和条例。政

府以减税、贷款、奖励等方式,鼓励“中华民国人民,在后方新办有

关国防、民生之重要工矿业”。① 为扩大奖励、资助面,后来又将呈

请奖贷企业的资本规模从 100万元以上降低到 20万元以上;可呈

请贷款的资格规定更普及到举办纺织、制革、造纸、金属、化工、农

林产品加工业,“资本总额在五万元以下一万元以上,其实收额已

达 50%以上者”。②

除了采用上述普遍性的资助政策之外,国民政府还采用改造

和充实西南地区原有厂矿的特殊措施,决定向这些厂矿发放贷款

500万元至 2500万元。据现有记录, 1938年,国民政府曾自己贷款

和向银行借款 610万元,对重庆电力公司、重庆自来水公司、水泥

公司、民生实业公司,广西的糖厂、油厂、酒精厂,云南的纱厂和四

川的部分煤矿,进行了改造和扩展。③

在 1940—1942年间,国民政府又向后方的官办企业和民营企

业投放了巨额资金。投放给官办企业资金共计 16654万元,其中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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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参见《经济部二十七年报告》,重庆市档案馆藏。
参见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编:《中华民国法规辑要》。
参见国民党中央训练团:《中华民国法规辑要》, 1941年 12月版。



国库拨款 11415万元;四行投资 800万元;四行贷款 4436万元。投

放给民营企业的资金也有 3800万元,其中由国库拨款 250 万元;

四行投资 1760万元。①

由上可见,银行业对工矿业的融资和国民政府财政对工矿业

的资金投放,已成为战时西南地区工矿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

素。

三　厂矿内迁与生产技术的传动

抗日战争时期的厂矿内迁,还牵动了技术人才的内迁,而技术

人才的内迁则成为西南地区工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因素。

内迁的技术人才,大致可以分为三类。第一类是技术工人。在

厂矿内迁时,就有部分技术工人随迁。仅上海一地,就在 1937 年

8—10月的民营工厂内迁时随迁技工 3265人。②后来,工矿调整处

以贷给旅费、安家费和眷属费的办法,积极支持内迁各厂矿从香

港、上海、河北、山东等地招募技术工人。所招技术工人 1938年底

为 1793 人, 1939 年底猛增至 11413 人, 1940 年底再增至 12164

人。其中机器业 5968人,占 4911% ;化工业 1408人,占 1116% ;钢

铁业 360 人,占 3% ; 电器业 744 人,占 611% ; 纺织业 1688 人,占

1319% ;食品业 580人,占 417% ;印刷业 635人,占 512% ;采矿业

377人,占 311% ;其他行业 404人,占 312%。③ 此外,各内迁厂矿

还自行设法招募技术工人。估计通过各种途径迁入西南地区的技

术工人,到 1940 年底共计约 2 万人左右。如四川一省就达 8105

人,湖南省为 2800人。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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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 《四川省各类情况》,省府民政厅统计室 1945年统计,转引自《四川档案》1985年第
4期;《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。

吴文建:《中国工矿业之内迁运动》,《新经济》第 7卷,第 9期, 1942年 8月 1日。
邓发:《战后敌后工业与工人的变动》,载《中国工运史料》第 2期。
参见《经济部二十七年报告》。



第二类是专业技术人员。1938年 8月,工矿调整处在武汉公

布《技术人员调整办法》,拟招聘矿冶、机械、化工、电器、土木、纺织

6 种工业的有一定资格的技术人员,并以发给 6 个月试用期生活

费 40—60 元和提供旅费的措施,动员各种技术人员内迁应聘。①

到 1940年 4月 23日止,应聘的技术人员已达 1419 人,其中矿冶

业 81 人, 占 516% ; 电器业 130 人, 占 912% ; 土木业 372 人, 占

2612% ;机械业 292人,占 2016% ;化工业 418人,占 2915% ;纺织

业 126人,占 819%。②与此同时,各内迁厂矿也通过各种关系自行

招聘技术人员,为数约在 3000人以上。③ 此外,各厂矿内迁时,也

有一些技术人员随迁,若以每一厂矿随迁 2 名计算, 亦在千人以

上。因此,内迁的技术人员当在 6000人左右。

第三类是各种专业科技人员。这类科技人员主要是随着高等

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内迁而迁入西南地区的,其数量亦相当可观。据

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 1940年 3月发表的《非常时期专门人员总调

查》的统计,在全国 339个单位中有各种专门科技人员 7746人,其

中大多系内迁西南地区者。

上述各类技术人才的内迁,不仅给西南地区增添了大量的技

术力量,而且以科学技术推动了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。这主要表现

为下述几个方面:

第一,提高工人的生产技术。内迁的技术工人,由于具有较内

地工人为高的生产技术,他们的到来使西南地区的技术工人结构

得到改善,尤其在内迁技术工人较多、技术性较强的行业中,内迁

技术工人的作用更显突出。如重庆的机器工业, 1939年 8月底时

共有工人 4000多人,其中熟练工人约占 70% ,“而此等熟练工人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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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《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》,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84年版,第 84页。

吴至信:《抗战期内技术人员调整之一斑》,《新经济》第 3卷第 11期, 1940年 6月 1
日。

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,三七五②ö29。



大部分是内迁工厂的工人”。① 内迁的技术工人还通过技术传授,

使西南地区原有工人的生产技术有所提高。

第二,改进生产设备。内迁的技术人员积极仿造或改造西南地

区工业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设备,弥补了设备的不足,提高了生产

力水平。其中较为突出的,如将龙门刨床由 8　增至 16　;将单杆

的 10　车床改成双杆 12　车床。革新创制了“三一式”单人纺纱

机,使纺 16支棉纱的工效比旧式织机提高 1倍,且因其制造简单、

投资少,颇得小型棉纺企业的欢迎而迅速推广。②

第三是新产品的发明和开发。由于受战争的影响,加之敌人的

封锁和本地工业基础的薄弱,西南地区的许多物资都不能满足需

要,内迁的科技人员便积极研制代用品和新产品。如用菜油、花生

油、桐油和烟煤提炼代汽油,其年产量达 290万加仑,解决了后方

汽油缺乏的困难。以木屑、芦杆代替蔗糖而制造出酒精;用人尿制

造硫酸钅亚; 从盐卤渣中提取氯酸钾; 用五味子、柏树皮、白腊树皮、

金刚藤等制造染料;用豆饼、糠醛、松香、硫黄、桐油制造电木;用生

漆、甘油制造合成胶;用黄桷树浆或大叶鹿角果制造橡胶,等等,不

胜枚举。据统计, 1938—1945年的 8年间,各种发明创造的专利多

达 512件,平均每年 64 件,较之 1912—1937 年的 26 年间的专利

总数 275件和平均每年 1015件,分别增加 0186倍和 5倍多,详如

下表: ③

此表的统计多数当出自西南 7省。而注册专利数自 1940年起

有明显增加,这与内迁科技人员、科教机构和厂矿于 1940 年后基

本内迁完毕和复业有关,反映了科技人员内迁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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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据谭熙鸿:《十年来之中国经济》,《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》。

许涤新:《抗战以来两个阶段中的中国经济》,《理论与现实》,第 1 卷第 4 期, 1940
年 2月 15日。

国民经济研究所:《重庆之机器铁工业》,《经济动员》第 3卷第 6期, 1939年 8月 31
日。



1938—1945年注册专利数量统计表

类
别

年
份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合计

机器、工具 1 4 10 24 10 4 6 11 70

电器 4 1 5 10 5 14 8 7 54

化工 0 5 5 19 22 30 45 39 165

矿冶 0 0 0 3 1 8 6 5 23

交通 3 0 4 5 6 10 5 0 33

家具 1 6 14 10 10 4 6 5 56

印刷、文具 5 3 7 11 10 9 8 9 62

其他 2 2 4 9 5 14 10 3 49

总计 16 21 49 91 69 93 94 79 512

　　第四,矿产的勘察与开发。为了给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

要的资源,内迁的地质技术人员在内地四处寻找矿藏,发现和开发

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矿产资源。1939年 4月,甘肃玉门老君庙油矿

钻探成功,并开始产油,成为中国自开的第一家油矿。同年在四川

巴县打成第一口天然气井; 1943 年 5 月,又在隆昌圣灯山打成一

口日产 100多万立方米的天然气井。西南地区的煤矿也陆续被发

现、开采,至 1945年时已达 53处,煤产量逐年提高。仅四川一省,

1938 年产煤 140 余万吨, 1940 年增至 279 万吨, 1942 年再增至

290万吨,基本满足了西南地区工业用煤和民用煤的需要,与分布

于西南 7 省的 73 家大小钢铁厂相应,有不少新铁矿也先后被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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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。此外,地质人员还在云南昆明发现磷矿;在贵州修文、云南安宁

发现铝土矿; 在贵州遵义、广西桂平发现锰矿; 在宁夏汝箕沟发现

铬矿; 在川滇边境发现钒铁、钛磁铁矿,以及钨、锑、锡、汞、铜、铅、

锌、金等矿藏。①

第五,培训人才,传播、交流科学技术。内迁的科技人才,除了

直接服务于工业建设之外,还通过各种方式把科技知识传授给西

南地区的职工,培养了一批新生的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。内迁工矿

企业长期坚持职工培训制度,大型企业往往办有职工学校、子弟学

校和各种培训班;中小型企业则联合开办学校和培训班;迁川工厂

联合会还与中央民众教育馆陪都补习学校合办了重庆高级工商补

习学校。内迁的高等院校,除了较多招收西南地区学生入学外,还

在校内附设各种职业培训班。政府方面,则招聘一些内迁的科技人

员开设各种职业学校,如国立中央工业专科职业学校、国立四川造

纸印刷职业学校,等等。此类学校在抗战胜利后停办了一些,但在

1947 年时, 仅重庆一地仍有初级职业学校 23 所, 是战前的 3 倍

多。② 这些由内迁科技人员为教学主体的各种职业培训机构和学

校,为战时西南地区的工业建设培训了大量人才,为当地工业生产

技术的提高和持续进步创造了条件。此外,内迁的厂矿企业、科教

机构还把发达地区的科技交流方式带入内地,如开展信息交流会、

学术讨论会、产品展览会; 开办厂刊、会刊; 组织外出考察、参观学

习;设立研究机构等,从而扩大了科技知识的传播面。

上述科技人才的内迁及其在西南地区工业建设中所发挥的作

用,主要是因为内迁厂矿的复业、扩展的需要而导致的,从而又反

映出厂矿内迁 科技人才内迁 生产技术改进 内地工业发展,

这一由厂矿内迁而造成的对西南地区工业发展的生产技术传动作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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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《中国教育年鉴》第 2编, 1948年 10月版。
参见谭熙鸿:《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》,《十年来之中国经济》。



四　厂矿内迁与市场传动

现代工矿企业的发展,既以现代市场为基础,又将促进市场的

现代化。这种现代工矿业与现代市场的互动关系,也同样存在于战

时厂矿内迁后西南地区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。

由于厂矿内迁是一种突发性的产业转移行动,所以内迁厂矿

的复业和初步发展,首先是以抗日战争爆发后的西南地区市场状

况为基础的。抗日战争爆发之前,西南地区已成为国内市场和国际

市场的一部分,与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有着一定的贸易关系。战争

的爆发使这种贸易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战前,西南地区的日用

工业品需要大量进口,以四川省为例, 1936 年进口总值多达 6000

万元,其中纱线 2100余万元,匹头 2000万元,纸烟 500余万元,机

器零件和化工用品近 200 万元,油脂等 300 余万元。① 战争爆发

后,进口额大幅度减少,仅为每年几百万元,许多物资奇缺,供不应

求,价格上涨。与此同时,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出口也大幅度下

降,出现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严重滞销,价格下跌的现象。

战争致使大量人口内迁,西南地区人口剧增,城市规模不断扩

大。从抗战爆发到 1941年止,由东部迁往西部的总人数约在 2000

万人以上。② 这些内迁人口大多迁往城市,使城市人口迅速增大。

1937—1942年底,桂林市人口增加 2116倍,柳州、贵阳、重庆 3市

人口约各增长了 2ö3,西安市人口增长了 46% ,昆明市人口增长了

35%。③ 到 1945年前后,重庆、贵阳、西安、昆明、桂林 5个城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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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胡焕庸、张善余:《中国人口地理》(上) ,第 66页;陈达:《现代中国人口》,第 18页。

《中国人口·总论》,第 79页;又据陈达:《现代中国人口》,沦陷区 24个城市有 350
万人迁往后方,另有 1075万人从沦陷区各地迁出; 又据陈彩章:《中国历代人口变
迁之研究》,大后方难民累计达 1000万人。

张肖梅: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》,第 1—4页。



人口总数,从战前的约 105万增加到 239万,净增 134万。①人口的

增加,特别是城市人口的增加,自然会扩大市场的需求。

抗日战争还使西南地区的市场外延扩大。国民政府内迁之后,

西南地区成为国民政府抗战的主要后方基地,它担负着供应前方

军需的任务,从而使西南地区的市场延伸到抗日的前方地区。

上述因进出口贸易减退而造成的工业品供应短缺、价格上涨

和工业原材料价格跌落,以及因人口增加和军需供应而带来的工

业品需求激增,给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既提供了足够的商品市场,

又提供了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,从而使内迁厂矿能够迅速复业

和发展,使当地的新厂矿应运而生,而且使之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

益。如裕华纱厂 1938 年的利润率为 62% , 1940 年时竟高达

381% ,平均每年利润率为 15516%。豫丰纱厂的利润率则为

117%。

如果说厂矿内迁是因减少民族工业损失的动机所致,那么内

迁厂矿的复业、发展及其对西南地区工业化的带动作用则是战时

西南地区市场状况的变动所致。因此,既可以说是西南地区战时市

场状况的变动为内迁厂矿的复业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,

也可以说是厂矿内迁适应了西南地区战时市场状况的需要,这意

味着战时西南地区市场对厂矿内迁的潜在牵动作用。

虽然抗战初期因战事而引起西南地区市场状况的变动,为内

迁厂矿的复业和初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,但这只限于市场供求

结构方面而言。如果言及战时西南地区市场的内在结构,那么战事

不仅没有使市场有任何改善,甚至因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减退而

使之处于半瘫痪的状态。只有随着内迁厂矿的复业、发展及其影响

下的整个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,才带动西南地区市场的内在结构

进一步趋于完善。其表现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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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,商业行业的增多和普及。工业的发展和产品种类的增

多,必然引起销售工业品和供应工业原材料的商业行业的增多。从

1940年起,西南地区的商业行业持续而明显地增加。如重庆市的

商业同业公会数, 1939 年为 39 个, 1940 年增至 66 个, 1941 年 5

月再增至 86个,至 1945年 5月更增至 123个。① 贵阳市的商业行

业,亦从 1930年的 58个,增加到战时的 80多个。整个西南地区的

商业同业公会数多达 2506个,占全国的 2219% ,这表明战时西南

地区的商业行业已相当发达和普及,并已不下于全国的平均水平。

第二,商业企业数和规模的扩大。战时,西南地区的商业企业

数量在不断增加。以重庆市为例, 1937年有百货业 70余家, 1942

年发展到 1200余家,增幅高达 16倍左右; 1945年时,各种商业和

工商兼营公司和商店多达 27481家。② 更具有市场现代化意义的

是商业和工商兼营的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增加。仅 1939—1941年

间,重庆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西康 6省市,由经济部核准开业

的公司达 90 家,资本总额达 6812 万元③,平均每家资本 7517 万

元。此后,这种大型商业公司仍在陆续增加,如 1942年设立的重庆

国华股份有限公司,是专营出口货物的大企业;重庆中国工矿建设

公司、兴国工矿股份有限公司、新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,都是工商

兼营的大企业。④

第三,商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发展。重庆、成都、昆明、桂林、西

安、贵阳等城市,随着厂矿内迁和当地工业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工业

和金融业中心,加之进出口贸易通道的某些改变,它们也分别发展

成为不同层次和功能的商业中心。重庆是战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商

埠,既是四川全省货物进出的咽喉,又是西南地区土产外销及外来

商品输入的中心,并因其工业中心的地位而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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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 参见傅润华主编:《陪都工商年鉴》, 1945年版。
参见《经济部公报》, 1941年。
傅润华主编:《陪都工商年鉴》第 2编,第 7页。
傅润华主编:《陪都工商年鉴》第 2编,第 7页。



工业品供应基地。成都是川西的贸易中心和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,

川西土产品的输出,外来物品的内销,西南、西北的物资往来多集

散于此。昆明是战时西南国际交通线的连接中心,因而成为战时西

南地区的又一个外贸中心。贵阳是西南交通的枢纽,并因此而成为

西南地区最大的商业转运中心。这些商贸中心的形成和发展,不仅

在西南地区商业发展中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,而且以它们为连接

点初步形成了西南地区的统一市场。

在厂矿内迁和西南地区工业发展带动下,渐趋完善的西南市

场的内在结构,以及由战事而引起的市场供求结构的变化,共同构

成了一个对西南地区工业化建设相对有利的市场环境。这种工业

发展与市场完善互相促进的关系,既反映了厂矿内迁适应了西南

地区市场状况变动的需要,也反映了厂矿内迁对西南地区市场结

构的完善化和现代化的传动作用。

五　厂矿内迁与工业化空间传动的特点

抗日战争时期的厂矿内迁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起到重大

的推动作用,并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、内容最典型的

工业化空间传动运动。但是,它不是一次经济发展规律支配下的自

发而寻常的工业化空间传动,而是一次因厂矿内迁这一偶然性事

件而引发的特殊工业化空间传动,它表现出下述特点。

首先是强烈的军事性目的。抗日战争时期厂矿内迁的主观目

的,不是为推动西南地区的工业化着想,而主要是出于军事上的考

虑。企业界为免使厂矿落入日军之手,以资敌用,向政府提出厂矿

内迁的建议。如天元化工厂的吴蕴初明确表示:“誓不以厂资敌”;

其他企业界人士和中华国货联合会等企业界团体,在给政府的厂

矿内迁呈文中都有类似的态度。政府则从抗日军用物资供给出发

而实施厂矿内迁。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国家总动员设计

委员会,在其总动员计划中指出:为了“完成军用品的自给自足,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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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依赖国外”,拟协助“制造军用品及日用工业品之工厂”,“自沿海

迁入内地”。①1937年 8月 9日,资源委员会致行政院的一件公函,

更明确“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,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

抵抗外侮之力量”② 的军事目的。

其次是规模广泛。这一特点是由厂矿内迁动机的军事性所决

定的。厂矿内迁是为了避免重要厂矿落入敌手,故厂矿内迁的范围

遍及面临日军侵占的所有工业较发达的城市和地区: 河北、河南、

山西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湖北等 11 个省和

郑州、开封、太原、济南、青岛、上海、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南京、杭州、

宁波、嘉兴、温州、九江、芜湖、福州、广州、武汉、长沙等 20个城市。

从行业种类和企业数量来说,只要企业主或政府认定需要避敌或

以资抗战,就可以由政府协助或企业自行内迁,而内迁厂矿的种类

和数量又随着企业主和政府的认定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增加。自我

申请内迁的厂矿, 由起始时的“多怀观望”, 迅速改变为“愿迁者

众”;政府确定的内迁厂矿范围,由起始时的“军需”工厂一种,改定

为“军需和普遍两种”③,最终形成内迁厂矿数量剧增,种类覆盖大

多数行业的局面。

虽然内迁厂矿的种类由军需工业向普通工业扩展,趋于齐全,

但是在种类结构上仍存在着不平衡性。由于厂矿内迁的军事性动

机,政府把组织厂矿内迁的重点始终放在军需工业及相关工业上,

明文规定政府主要资助这些厂矿的内迁和复业。对这些厂矿的内

迁,政府不仅设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,而且给予比较优厚的资金帮

助。如在厂矿内迁之初,资源委员会对上海迁出的机器五金、钢铁、

橡胶行业的厂矿,共计给予了 56 万元的拆迁费、329 万元的建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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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参见《上海迁移工厂案节略》,资源委员会档案廿八②ö974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
藏。

《民国档案》1987年第 2期,第 36页。

沈雷春、陈禾章:《中国战时经济志》,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,第 4 章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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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复业低息贷款、500亩的建厂土地。① 即使到内迁厂矿认定范围

扩大到普通工厂时,政府仍采取对“在国防上确有需要,如机器、化

学、冶炼、动力、燃料、交通器材、医药各厂及矿场,于原料、动力、人

力方面均可有供给办法者,得由政府按其个别情形酌予补助”,“其

他普通工厂迁移不再补助迁移费”的政策。② 这种政策使军需及其

相关厂矿得以顺利内迁和复业而成为内迁厂矿中的多数,普通工

厂则因无力克服内迁中的种种困难而成为少数,从而造成内迁厂

矿种类结构的不平衡性。

第三是政府的组织和督导。这次厂矿内迁虽然是由企业界和

政府共同发起和实行的,但从总体上来看,主要是在政府领导下展

开的。其表现主要有 3点: 11厂矿内迁工作由政府设立的专门机
构全面负责。1937年 8月 10日,行政院第 324次会议决定,由资

源委员会、财政部、军政部、实业部组成“迁移监督委员会”,立即组

织厂矿内迁;“印刷业之迁移,由教育部参加监督”。③12日,迁移监

督委员会与上海各业厂方代表组成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,具

体负责组织上海工厂的内迁工作。在迁移过程中,联迁会还派人到

镇江、苏州、武汉等沿途地点组织办事处,随时处理迁移中的具体

事务。④ 同时,国民政府还成立中央迁厂建设委员会,统筹安排厂

矿的迁移和重建。对于各兵工、军需厂及由资源委员会统筹的国营

厂矿的迁移工作,则由军政部兵工署、军需署、资源委员会分别负

责。到 9月中旬,为适应内迁范围扩大的需要,进一步统一和加强

对厂矿内迁的领导,军委会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,并在其指导下

重组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。到 1938年 2月 28日,工矿调整委员会

及其所属的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,再次改组为工矿调整处,直隶经

济部,其主要职责进一步扩大为:“督促厂矿内迁、复工,督导厂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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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 《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订定迁移须知》,参见《民国档案》1987年第 2—4期。
《上海迁移工厂案节略》,资源委员会档案廿八②ö974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参见《上海迁移工厂案节略》,资源委员会档案廿八②974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参见《民国档案》1987年第 2期,第 36、37页。



增加生产,并调剂其产品之运销分配,协借迁移、建筑、设备、营运

等必需资金,辅助设备、计划,以及材料、动力之供需调剂,技术员

工之调整训练”等①,并先后在湘西、重庆、广西、陕西等厂矿迁入

地设立办事处。

21厂矿内迁的有关政策由政府及其设立的专门机构制定。
1937 年 7 月下旬,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首先作出决定协助“制

造军用品及日用工业品之工厂”,“自沿海迁入内地”。8月 10日由

资源委员会呈请行政院批准,确定对军需及相关厂矿内迁的具体

资助办法。9月 11日,迁监委根据大量民营普通工厂进入内迁行

列的状况,调整公布了资助厂矿内迁的新办法: 严格限制成品运

输;原料、半成品及制成品运费减半;自镇江以后的运费一律自理;

生财运费全部自理。27日,工矿调整委员会再次调整公布资助厂

矿内迁政策: 迁移工厂分军需和普通两种,对军需工厂酌予补助,

全国补助金额暂定 500万元,普通工厂迁移不再补助,等等。② 到

1938 年 7 月 17 日,根据大部分内迁厂矿已迁至武汉和日军逼近

武汉的情况,国民政府又命令武汉各业工厂内迁,并规定: 凡对后

方军工、民生有用者一律内迁,对在运输、复工方面缺少资金者,一

律给予低息贷款。此外,政府还制定了关于动员技术人员内迁,鼓

励发展兴办后方工矿业的一系列政策,这已在上文中提到。

31厂矿内迁的进程和程序由政府及专门领导机构统一规定。
在整个拆迁过程中,厂矿何时拆机,何时装运,在何地集中,如何办

理拆迁手续,先迁往武汉,再迁往西南各地,都是由政府及其设立

的专门机构规定和组织实施的。③ 在上海工厂拆迁之初,上海工厂

联合迁移委员会一经成立,就制定公布了《迁移须知》,规定了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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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参见《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》。

参见沈雷春、陈禾章:《中国战时经济志》,《林继庸先生访问录》;《民国档案》1987
年第 2期。

《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三年来工作概况》,工矿调整处档案八一九ö299,中国第二历史
档案馆藏。



装箱、运输、建筑津贴费用、迁移手续等事项,各内迁厂矿必须照此

进行迁移①; 并规定迁往地点“以武昌徐家棚附近为集中地点,然

后再分配西上宜昌、重庆, 南下岳阳、长沙②; 集中起运地点规定

为: 在南码头一带的工厂机件集中于闵行、北新泾或南市起运; 在

闸北、虹口、杨树浦一带者,“先行抢拆至租界装箱,由苏州或南市

水陆起运”。③ 当日军逼近,迁汉和当地厂矿再度迁移之时,由政府

及其专门机构统一按厂矿种类,分南迁湘桂、北迁陕西、西迁四川

三路实行内迁。

由于厂矿内迁是在政府的组织和督导下进行的,在厂矿内迁

过程中,虽然有一些自迁的现象存在,但就总体状况而言,是有组

织有计划的,这主要表现在厂矿的拆迁和安置两个方面。在拆迁方

面,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,整个拆迁工作是在政府设立的专门

机构的主持下,按照有关政策,有步骤地集体进行的。在安置方面,

则由政府按照筹建战时工业的计划和西南各地的资源状况及军事

布局的需要,将内迁工厂按类安置到相应地区。自工矿调整委员会

迁至武汉后,即“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电令, 筹划战时工业, 以

川、黔、湘为主,当经遵将各厂继续内迁”。④ 其制定的各类厂矿内

迁地区的规划是:根据广西地方的情况,宜将纸、糖、麻织、硫酸、橡

胶、机器、罐头、印刷等业的工厂迁往; 根据云南地方的情况,拟迁

入纺织、电器、机器、五金、制药、制纸、颜料、油漆、冶炼及煤矿等业

的厂矿;鉴于陕西汉中地区盛产棉花和小麦,因此决定主要将一些

纱厂和面粉厂迁往陕西⑤; 迁往贵州的工厂,以机器、汽车、卷烟业

为主;迁往四川的工厂则以兵工、机器、化工、纺织、冶炼业为主。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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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⑤ 《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》,第 82—83页。

《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分期工作计划目录》,经济部所属单位档案三七五②ö29,中国
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
《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》,第 31—32页。

《工厂迁移内地以及制造原料之救济办法》,资源委员会档案二八③ö982,中国第二
历史档案馆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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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厂矿迁移规划的确定,都是由厂矿内迁主管机构经过实地调查

研究而作出的。如对兵工、军需工厂的内迁地点,七七事变后,兵工

署就派人组团到川、康两省勘查可供各工厂迁建的地点;同时调查

了成都兵工厂、綦江铁矿、贵州南桐煤矿的情况;收购汉口、六河沟

公司百吨化铁炉,拆迁汉阳钢铁厂之马丁炉、钢炉等,计划建设大

渡口钢铁厂。① 对湖南的厂矿迁移地的选定,工矿调整处于 1938

年 7月派人往湘西桃源、沅陵、泸溪、辰溪等地考察、购地,预为部

署。② 正是在政府的规划、部署下,才使如此众多的内迁厂矿得以

有序而迅速地迁入西南各地,建厂复业,并形成各有重点的新兴工

业中心。

结　语

抗日战争时期厂矿内迁对西南地区工业化的传动作用,虽然

加速了西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,但是它不是一次完美的传动,不仅

付出了重大的代价,而且带有很大的局限性。

这次厂矿内迁的广泛性,固然使工业化空间传动的规模达到

空前的程度,但是它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巨大的。由于这次厂矿

内迁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启动的,既来得突然,又时间紧迫,

无论是被迁的厂矿还是主迁的政府,都没有足够的准备,加之日军

的干扰,使许多内迁厂矿的设备中途被毁、被掠,遭受严重损失;或

因交通受阻而抛弃,或因绕道迁移而增加费用。如 1944年 6月,已

迁湘桂一带工厂再次内迁川、黔时,启迁器材 10多万吨,到金城江

时只剩 5000 吨,再到独山时又减少到 775 吨,到贵阳时仅剩 720

吨,仅及启迁时的 017% ,中途遗弃器材都被日军夺走或毁坏,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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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:《抗战六年来之工矿》, 1948年 7月版,第 18页。
《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》(上) ,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,第 996页。



厂的周转资金亦在途中耗尽。① 又如自武汉循长江迁川的内迁厂

矿主力,自宜昌沦陷后,被迫改由浙赣、桂越、滇缅、滇越路线,或经

广元、嘉陵江路线,辗转抵达重庆,既增加了器材的损失,又增加了

费用。

这次由厂矿内迁而引起工业化空间传动,虽然使西南地区的

工业化水平与沿海沿江地区的差距有所缩小,尤其是那些规模较

大、设备较好、技术较高的兵工、机器、化工和纺织工厂的迁入,正

好弥补了西南地区原有产业结构的欠缺之处; 同时也正好适应战

时西南地区市场状况变动的需要,从而较好地起到了对西南地区

的工业化传动作用。但是也造成了国家资本的急剧膨胀。由于政

府以军需工厂为内迁重点,而这些军需工厂大多系国营企业,它们

不仅在迁移中因得到政府的大力援助而顺利迁入内地,而且在复

业和扩展中因得到政府的多方帮助而迅速发展; 加之政府的战时

经济统制政策,使国家资本迅速膨胀起来,造成中国工业资本结构

中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构成比例的重大变化。全国的国营工业资

本总额 (不包括军用工业) ,从 1935 年的 3000 多万元,增至 1941

年的 8亿元、1942年的 13亿元; 其在全国工业资本总额中所占的

比重亦相应从 12%上升到 50%和 69158%。②

由于这次厂矿内迁不是政府为推进西南地区的工业化而采取

的经济发展战略,也不是沿海沿江地区的工业化已发展到必须向

西南地区拓展和转移的产物,而是沿海沿江工业较发达地区的厂

矿为避免日本的占领而发生的,带有明显的避难、位移和抗敌性。

因此,当这些地区被日军占领之后,厂矿内迁便告结束,表现了传

动动力的非经济性和传动时间的短暂性。出于同样原因,当抗战胜

利之后,大多数内迁的厂矿又迁回原地,既使西南地区的工业化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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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陈真: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》第 1辑,第 101、102页。

《工矿调整处中南区办事处协助湘桂各工厂内迁经过》,经济部档案四ö17297,中国
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


度和水平从战时的高峰状态转入停滞和低落的状态,又使由厂矿

内迁带来的工业化空间传动作用几乎消失。可见,由非经济性动力

引起的工业化空间传动,虽然可以在短时期内形成较大的规模,发

挥较大的作用,但往往难以持久。

上述抗日战争时期,因厂矿内迁而引起的对西南地区的工业

化空间传动,虽然带有明显的偶然性和局限性,但它亦告诉我们:

要使一个落后的地区较快地发展起来,工业化空间传动是一种行

之有效的途径。如果在政府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,结合传动双方的

经济状况,实行规模适度、结构合理的,持之以恒的传动,其效果必

将是十分可观的。
(作者单位:贵州省社会科学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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